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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是构成性别话语的三个基本要素。从改革开放前 30年到后 30

年 , 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发生了明显转型 , 由国家主导的话语模型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话语模型。

市场化一方面改变了国家话语的叙述方式和内容 ,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话语和传统话语的结盟。

转型后的性别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素质话语 , 它不再表现为一种由国家建构的、在实践中打了折扣

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蓝图 , 而是表现为一种在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的诉求中利用国家、市场和

传统文化的各方力量平衡做出主体选择的精打细算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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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重点课题“国家与市场对性别话语的双重塑造”的研究成果基

础上修改而成的。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有见识的评论和意见。同时本文还得益于“全

球化时代处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工作女性”研讨会上多位同行学者包括李慧英、刘伯红、佟新、李银

河、谭深、卜卫、孟宪范、杨宜音等人就相关问题做出的点评与讨论 , 在此一并致谢。

①　海外学者通常将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 30年称为“毛泽东时代”或简称“毛时代”, 将改革开

放后至今的 30年称为“后毛泽东时代”或简称“后毛时代”。国内学界或将这两个时期称为“计划经

一、引言 : 关于中国性别问题的争议

自 1980年代以来 , 中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转型时期。这种转型的基

本特征之一 , 就是原先由国家主宰的话语和理念逐渐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 , 呈现出

一种新的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态势。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上 , 也渗透到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随着各种与性以及性文化相关的产业和经济的兴盛 , 大众传媒和消费时尚

中性别文化的流行 , 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分工与隔离的日益普遍化 , 以及作为个体的普通男女在

生活观念和行为选择上的变化 , 性别这个古老的问题正作为社会变迁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呈现

出新的姿态。可以说 , 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正处在一个性别话语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不仅可以

用来合理解释女性生存境况的变化 , 同时也可以用来考察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话

语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的力量关系。因此有关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转型的研究 ,

为理解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选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然而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①性别话语的具体构成和变迁 , 以及市场化给作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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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传统之一的性别平等究竟带来怎样的冲击 , 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海内外学者当中都存在诸

多争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 关于改革前后不同时期中国性别话语的构成内容和方式

从性别话语的构成内容看 , 学者们基本上认同改革前的性别话语以“男女都一样”、“妇女

能顶半边天”为主导理念 , 以相应的劳动和妇女保护制度为支撑 , 带有以男人为标准和参照的

男女等同的“去性别化”特点 ; ①同时它又是依附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一种辅助话语 , 是以一种

“革命性”的话语模式出现的 ,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 , 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化

色彩。②对于改革后的性别话语内涵 , 学者们虽然都提到了市场化的作用和国家政治的弱化、性

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显性化等特点 ,③但是对这一时期主导话语的界定却各有侧重 , 有的强调以效

率和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原则 ,④有的强调新消费时代的身体政治 ,⑤有的强调回归社会性别的自

然化 ,⑥有的强调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素质和能力建构。⑦

从性别话语的构成方式上看 , 学者们对改革前的看法并无多大分歧 , 认为是由国家意志以

政治化的形式自上而下推行的 , 同时辅以制度上的长期保障和宣传上的高调支持 , 共同塑造了

一个男女平等的性别蓝图 ; ⑧所以这种平等又往往因让位于国家利益和社会生产的需要而打了折

扣 , 比如即使在鼓励女性高度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年代 , 女性劳力也是作为“蓄水池”而存

在 ,⑨随着国家就业形势的好坏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徘徊。对改革后性别话语的构成方式基本上可

以分为两种理解 : 一种认为由市场主导而国家退隐 , 实际上就是由市场上的利益集团来主宰 ,

因而很难用单一的定义来表述 ,而是由一种声音变成多种声音 ; ⑩另一种认为国家依然在性别话

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 或称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本文沿用国内惯例 , 为论述

方便 , 以下文中简称两个时期为“改革前”和“改革后”。

①　参见 Elisabeth Croll , Changing I denti ties of Chinese W omen : R hetoric , Ex perience and S el f 2perception

in Twentieth2century China ,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1995 ;金一虹 :《“铁姑娘”再思

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 1期。

②　参见李小江 :《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 邱仁宗等编 :《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北京 :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 1998年 ; 佟新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北京 : 北京大

学出版社 , 2005年。

③　参见林春 :《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 邱仁宗等编 :《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王政 :《“女

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 1期 ; 罗丽莎 :《另类的现代性 : 改革开

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黄新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6年 ; Elisabeth Croll , Changing I 2
denti ties of Chinese W omen : R hetoric , Ex perience and Sel f 2perception in Twentieth2century China .

④　参见佟新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林春 :《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

用》, 邱仁宗等编 :《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⑤　参见罗丽莎 :《另类的现代性 :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Elisabeth Croll , Changing I denti ties

of Chinese W omen : R hetoric , Ex perience and S el f 2perception in Twentieth2century China .

⑥　参见 Tani E. Barlow , “Theorizing Woman : Funü, Guojia , J iating (Chinese Woman , Chinese State , Chi2
nese Family) ," in Angela Zito & Tani E. Barlow , eds. , B od y , S 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4 , pp . 2532290 ;王政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

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 1期。

⑦　参见杰华 :《都市里的农家女 : 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吴小英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6年。

⑧　参见李小江 :《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 邱仁宗等编 :《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

⑨　参见金一虹 :《“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

第 1期 ; 佟新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⑩　参见佟新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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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构成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只不过新的性别话语更多地吸收了现代性的需求 , 并且常常与

市场和消费文化结成同盟。①

2. 对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不同时期性别话语的评价

对于改革前的性别话语 , 正面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

倡导和制度安排 , 使得男女平等变成一种普遍接受的政治时尚深入人心 , 妇女解放被纳入现代

化进程 , 并成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 其次 , 在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旗帜下 , 妇

女得以走出家门投入社会 , 各方面的生存条件和参与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与提高 ; 再次 , 这

种革命性的性别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和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文化观念。②

负面的批评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这种性别平等是以男性为标准、尺度的性别等同 ,

它抹杀了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 , 并且默认了男性的优越感 ; ③其次 , 妇女大规模参加劳动就

业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安排 , 反而承受着双重负担 , 男女平等在实践中并没有贯彻到底 ,

妇女解放永远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 , 成为“未完成的”和“被延迟了的”革命 ; ④再次 , 由于

男女平等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 , 这种由国家“恩赐”的平等必然使女性产生一种依赖

心理 , 未能树立起一种性别主体意识 , 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⑤

对于改革后的性别话语 , 正面的评价并不多 , 主要有 : 首先 , 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 , 是对

革命时期无性别政治话语的反抗 , 也为女性经验和主体意识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 ; ⑥其次 , 强调

效率、理性的市场原则和个体主义的现代性话语 , 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多样化的个

人选择空间。而负面的批评则要多得多。首先 , 对两性之间所谓自然差异的过分强调 , 有本质

主义之嫌 , 带动了传统性别文化的复苏和身体政治的盛行 , 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下给女性的商品

化找到了借口 ; ⑦其次 , 市场化的作用和国家的退隐 , 使得女性遭遇公开的歧视并被边缘化 ,

“妇女回家论”一再泛起 , 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重新获得推崇 , 而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同盟

的角色 ; ⑧再次 , 现代性话语的效率原则与个体主义叙述在传媒中不断呈现 , 实际上代表着不同

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⑨国家倡导的“素质”话语强化了妇女的弱势地位 , 回避了制度性和

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λ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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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争议显示 , 性别问题在中国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体差异问题 , 也不是单纯的男女平等或

者妇女解放问题 , 而是始终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纠缠在一起 , 性别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

国革命话语以及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 分析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构成与变迁 ,

探讨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在这种变迁过程中的取舍与导向 , 也是认识中国转型社会以及现代

性问题的关键 , 因为“社会性别在关于现代性包含什么的幻想中参与了权力关系的构建 , 而不

仅仅是一个应当被考虑到或加入到现代性话语中的元素”。①本文主要依据笔者近年来对有关中

国性别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心得 , ②试图勾画出市场化时代性别话语的基本形态和转型特征。

二、性别话语的构成要素

本文在福柯的意义上使用“话语”一词 , 即指用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

式 , 它是在历史和社会中形成的 , 内含着一种权力关系 , 规定了某种社会秩序 , 并以不同方式

塑造了人们的社会身份和主体位置。“正是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③批

判性的话语分析“旨在检验语言是如何影响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化的”, 认识“现存的话语惯例

是如何成为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之结果的”, 同时“揭示出使这些惯例自然化的社会、历史机

制”。④因此对性别话语的批判性分析实际上就是考察社会性别如何在社会和历史中被建构出来 ,

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 并规定了社会中两性之间的等级秩序和权力关系。

在性别话语的构成要素中 , 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是三种不可忽视的基本力量 , 它们时而

对抗、时而分立、时而联手 , 在不同时期充当了社会性别建构中的不同角色。其中传统文化是

构成性别话语的基础要素 , 它历史最为悠久 , 作用的范围最为广泛 , 并且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

在改革后的不同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同时也是最模糊、最有争议的一个要素 , 因为

不同的利益主体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 , 却可以宣扬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正是这种可塑性使它无

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获得了一种长盛不衰的特殊地位 : 你无法绕过它 , 无论是弘扬还是贬抑。

国家在这三种要素中毫无疑问处在主导性的官方地位 , 尤其是在改革前 , 它充当了性别话语塑

造者的全能角色 , 并排除了其他话语存在的可能性。但在改革后 , 它却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来自

市场的挑战 , 不得不按照现代性的需求重新对自己的叙述方式和定位做出调整。市场是这三个

要素中的后起之秀 , 是在改革后才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个新要素 , 但它的高调出场和兴旺势头已

经对前两个要素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 成为市场化时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自觉追随并主动内

化的一个主宰性要素。虽然中国不同时期的性别话语并非简单地仅由某一个要素构成 , 但为了

更加清晰地分析背后的这种复杂机制 , 本文将由三种不同要素所主宰的性别话语分别简称为传

统话语、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三种不同类型 , 并逐一加以拆解分析。

1. 传统话语

传统话语的核心就是父权制 , 它从文化观念、制度安排、身份认同各个层面维护男性的中

心地位和对女性的支配关系。其基本前提是强调两性生理上的差异 , 以及由此带来的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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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上的合理性。比如在家庭中 , 它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关系模式 , 在社会

分工上主张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公私划分模式 , 在两性关系上主张男尊女卑、

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等级模式。与此相应 ,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整套与性别相关的社会惯例和

制度习俗 , 比如男人肩负着成家立业的重担 , 他通常是家庭中的顶梁柱、挣钱养家者 , 并承担

着家族血脉传承的责任 , 拥有家庭财产和资源的分配继承权与对老人的赡养义务 ; 而女人在家

庭中的责任是“相夫教子”、照顾好全家老小 , 不需要到社会上抛头露面 , 因此婚后随男方居住、

做个贤妻良母就是对女性的基本要求 , 她们在娘家没有分享财产资源的权利和赡养老人的义务。

这套性别话语不仅规定了传统家族社会的社会秩序、权力关系的运行机制 , 而且规定了男

人和女人的主体位置和身份认同 , 也就是规定了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 ,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

质的内涵差别在哪里等知识。这些知识的建构以一种传统的两分法为基础 , 就是将男人和女人

分别对应于阳和阴、天和地、强和弱、硬和软、坚强与温柔、理性与情感、支配与顺从等等 ,

因此就形成了好男人以成功和坚强为标志、好女人以温柔和贤淑为特征的评价体系。这一套传

统话语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练 , 即使经过了五四启蒙思想、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

放时代市场原则的洗刷 , 也依然岿然挺立着 , 只是在不同时代穿上了不同的时尚外衣。

在改革前 , 举国提倡男女平等 , 鼓励妇女走出家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 传统话语在官方主

流话语中担当的主要是反面的角色 , 代表着“封建的”男尊女卑遗毒。而妇女想要翻身求解放 ,

就要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但是实际上妇女是否真正外出就业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国家和

社会的实际需要。金一虹的研究表明 , 女性扮演的是“工业的辅助性劳动和重要蓄水池的角

色”, 就是说在社会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 , 女性就成了“伟大的人力资源”, 要鼓励她们参加社

会劳动 , 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 ; 而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 , 妇女往往成为最早的裁员对象 , 被动

员要求“安心从事家务劳动”。①传统话语中的性别角色规范在改革前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否定 ,

而是改头换面地成为“妇女的传统美德”或者“妇女的特殊需求”。另一方面 , 当时国家虽然倡

导或者一直致力于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 但至少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 同样参加农业劳动的男人和

女人之间是享受着不一样的工分待遇的。②

不同的是 , 改革后传统话语在主流话语中担当的角色虽然相对复杂 , 但却转变为一种更加

正面的叙述 , 至少传统话语的复苏与活跃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人们赞赏和认可的东西。五四时

期流行的“女性”概念在改革后重新复苏 , 塔尼 ·白露认为这是对改革前“妇女”概念政治化

的一种抵制 , 也是对以前被抹杀了的所谓“自然的”性别差异的强调。③ 1980 年代风靡全国的

所谓“寻找男子汉”和“回归女人”的时尚风 , 可视为对传统话语的典型回归。这种回归是对

男女等同无性文化的一种修正 , 因此“女性意识”一词在那个时代的媒体的讨论和著述中频频

出现。王政指出 , 这样一种以“男女有别”替代“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实践之所以能一呼百应 ,

就是因为它是对改革前官方主流话语的一种挑战 , 目的是“批判和摆脱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控制 ,

以及开拓属于女性的空间”。但是王政批评说 , 这种“将女性自然化”的建构策略由于简单地着

眼于回归女性的自然本质 , 而很少考察传统话语中蕴含的男性中心主义 , 因而它实际上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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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一虹 :《“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 1期。

事实上 , 在我访谈的一些生长于改革前农村的中年女性的口述故事中 , 无论谈及家庭中的劳动分工 ,

还是个人的婚姻、生育 , 最常出现的反面意义上的评价就是“封建”一词 , 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

官方主流话语对民众的影响 , 也可以看出主流话语所宣称的东西在现实中是打了折扣的。

Tani E. Barlow , “Theorizing Woman : Funü, Guojia , J iating ( Chinese Woman , Chinese State , Chinese

Family) . "



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构成挑战。“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意识’的出现不仅

没遭遇阻力 , 反而得到迅速广泛的呼应 , 包括广大男性的推波助澜。也正由于‘女性意识’只

具有解构‘男女都一样’的国家话语的力量 , 而对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毫无触动 , 所以市场经

济可以毫不迟疑地接纳、吸收、利用‘女性意识’。”①可以说传统话语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

现形式 , 并成为不同个体选择时的一个可用资源。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在对待传统话语的

问题上时常表现出矛盾的态度。

2. 国家话语

改革前在性别问题上的国家话语 , 可借用“国家女权主义” ( state feminism) 的概念来说

明。②体现在制度层面上 , 就是在解放初期的 50 年代政府即推行了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

妇女选举与参政等一系列主张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法规 , 在宪法的意义上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③这些政策法规包括婚姻法、

土地法、选举法、劳动保护条例、劳动就业制度和退休政策等。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 , 就是国

家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和营造一种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理念和气氛 , 其中包括领袖人物的多处

著名讲话 , 例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 男同志能办到的事 , 女同志也

能办到”, “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等等 ; 也包括当时的报刊、

其他媒体、文艺作品中妇女与男性并肩而立参加革命、建设的各种形象塑造和宣传。

1949年 , 国家专门成立了“妇联”这个作为党和政府与妇女群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的特殊机

构 , 宗旨就“在于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妇女大众 , 和全国人民一起 , 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摧

毁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 , 为建设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 并努力争取废除对妇女的

一切封建传统习俗 , 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福利 , 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 , 以实现男女

平等 , 妇女解放。”④从当时制定的这个章程来看 , 至少包含着以下几条 : (1)妇女解放是包含在

并服从于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大业的 ; (2)废除封建传统习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是实

现男女平等的前提。因此改革前关于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知识建构 ,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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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政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 1期。有趣的是 , 改革后传

统话语的这种复归即使在极具独立精神的现代职业女性群体中也有所体现。在我访谈的一位女性高级

白领主管的口述中 , 口口声声提到要将女儿朝着“更像一个女人、女人味更足”的方向去培养 , 承认

自己潜意识里也有那种传统的想法 (Xym访谈记录 , 2006年 7月 13日)。从小接受女孩自立自强的教

育及其个人的事业成功 , 并没有改变她在教育女儿方式上所做出的妥协。当然这种对传统话语的正面

接受与认可 , 带有一种明显的策略意识。

“国家女权主义”是西方女权主义者常用的一个概念 ,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王政

指出 , 国家女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一向存在争议。早期是指被官僚机构雇用为一定权力位置的女权主

义者或者推动性别平等政策制定的女性政治家 , 后来又被概念化为对各种各样政治经济体系的国家机

构中女性主义的制度化的学术考察。它在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别政策的讨论时 , 通常描绘了一个

悖论性的图景 , 就是国家父权与妇女解放的同时并存。王政认为已有研究对社会主义的国家父权有深

刻的剖析 , 但是没有很好地考察那些有利于妇女的政策法规是如何在父权制的结构下被通过的 , 没有

发掘出女性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参见 Wang Zheng , “‘State Feminism’? Gen2
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 Feminist S tudies , vol. 31 , no. 3 ( Fall 2005) , pp .

5192551.从这个意义上 , 本文姑且借用这个词来描绘中国改革前主张妇女解放的国家性别话语。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 , 1949 年 , http :/ / baike. baidu. com/ view/ 428031.

htm , 2008年 10月 2日。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 1949 年 4 月 1 日 , http :/ / www. women. org. cn/ zhongyaowenxian/

fudaihuiwenjian/ di1jie/ di1jiezhangcheng. htm , 2008年 10月 2日。



左际平在考察中国 1950年代妇女解放的知识建构时发现 , 这种解放“是为民族、阶级解放

和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 , 因此带有强烈的工具性色彩”, 但她认为“这并不是说工具性的解放就

不含有个体解放的性质”, 只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工具性和多重性却注定了妇女在奋斗过程中权

利和义务兼容 , 以及对实现彻底的个体解放的局限性。”因此与上面提到的对改革前的国家话语

持批判态度的“恩赐说”和“无性别说”不同 , 她认为这种“自上而下、多层次、工具性的妇

女解放”决定了中国的两性平等不同于西方的“建立在个体解放基础之上的两性权利、机会的

平等”, 而是更多地意味着“个人对民族、阶级解放和对国家所履行的义务平等”。①这种两性义

务平等在城市中又以单位制的形式巩固下来 , 城市女职工从单位制中获得了一种认同感和“主

人翁心态”, 同时也抑制了她们个人和家庭自由化发展的空间。因为“义务平等的实行 , 改变了

工作的传统价值 , 赋予就业政治意义。参加工作即参加革命 , 工作的好坏成为衡量个人对国家

是否忠诚的重要标志之一 , 夫妻也由‘男主外、女主内’的搭档变为共建大业的‘革命同志’。

对妇女来说 , 就业不仅意味着从小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 更重要的是‘不在家里吃闲饭’、

‘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因此左际平认为 , “在解放和义务兼容的时代里 , 妇女解放模式并非

模仿男性标准 , 而是男女都用‘国家人’ (state person) 的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男人女

人都远远没有获得完全的个体意义上的解放”。②

因此 , 如果将改革前的国家性别话语称为“国家女权主义”, 那么其实质就在于这是基于国

家意愿和需求的女权主义 , 可以说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往往局限于所谓社

会生活的公共领域 , 离个体意义上的真正平等和解放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即使在国家全能的时

代 , 传统话语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 , 尤其是在家庭这种国家话语相对忽略的领域 , 两性关

系的平等在实践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由于改革前的国家话语集中提倡的是男女两性对于国

家和社会该尽的义务与贡献上的平等 , 这等于女性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本来属于男性的社会功能 ,

而在家庭中按照传统话语她们所应承担的角色和义务却丝毫没有减轻 , 这就给那个时代的妇女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负累。

一位资深的妇女史专家 Wsm在谈到建国以后与妇女相关的劳动政策时指出 , 实际上“在政

策和实践两方面存在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 动员妇女出来就业 ; 另一

方面当时工业化程度很低 , 提供不了那么多工作岗位 , 所以实际上城市家庭主妇在当时也是很

庞大的一个群体 , 政府只好说“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 , 很光荣”。因此在那个时代妇女就业还

是很不稳定的 , 取决于国家的形势和政策 , 有人甚至说那不叫“妇女运动”, 那叫“运动妇

女”。③然而如左际平所言 , 那个时代的妇女“在‘解放’、‘平等’的建构过程中绝不是被操纵

的被动群体 , 而是开拓那个义务平等时代的主力军。她们的投入既反映了共产党对妇女解放和

献身的渴求 , 也体现了她们对自身主体身份的建构、认同的主观能动性”。④这种主体认同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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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　左际平 :《20世纪 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 : 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社会》2005

　年第 1期。

Wsm访谈记录 , 2006年 5月 26日。

左际平 :《20世纪 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 : 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社会》2005年

第 1期。这意味着改革前平等话语的建构实际上兼具了工具性和主体性的双重特点 , 这一点在许多学

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例如郭于华关于陕北农村合作化的女性记忆的研究发现 , “集体化对女性而

言 , 最大的转变是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其实是从

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 , 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

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 (vision)” (参见郭于华 :《心灵的集体化 : 陕北骥村农业

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 4期) 。因此可以这么说 , 有关改革前国家话语的评



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党在有关妇女就业的知识建构过程中采取的“最重要的技术性策略”, 就是将

就业与否和革命与否、进步与否联系起来 , 与“新中国妇女”是否想要“翻身解放”联系起

来。①由于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 , 妇女就业就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政治含义 , 也具有了进入主流

话语的一种主人翁姿态和自我解放的感觉。这种姿态和感觉使得妇女就业在中国作为一种独特

的传统保留下来 , 即使在改革后国家话语发生动摇时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 中国政府在性别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总体理念并未发生改变 , 但是

有关国家话语的叙述却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和形式。男女平等被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 , 妇女的半

边天地位在官方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 1988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报

告中 , 妇女运动的总任务被描述为“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 , 各族各界妇女团结起来 , 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 , 全面提高素质 , 积极投身改革和建设 , 为夺取改革攻坚阶段的胜利 , 促进

妇女的进一步解放而奋斗。”②1992年国家还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明确“妇女在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

的特殊权益 , 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③1995年国务院颁

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末 , 我国妇女发展的总目标是 : 妇女的整体

素质有明显提高 , 在全面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 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过程中 , 使法

律赋予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进一步得到落实。”④

可以看出 , 这些文本中妇女的解放是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但是与改革前的国家话语不同的是 , 在这些叙述中第一次将保障妇女的平等权利与妇女自

身的发展联系起来 , 加入了提高妇女素质、倡导“四自”精神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和

维护妇女权益的新提法。这些提法上的转变 , 一方面与国家对于现代化的新认识联系在一起 ,

其逻辑就是强调现代化需要全民素质的提高。这种新的叙述实际上包含了普通人 (包括妇女)

与国家的关系上的两种根本性转变 : 一是从过去强调个人无原则服从国家需要的集体主义取向 ,

转变为现在强调国家的现代性须以个体能力的提高和发展为前提的个体主义取向 ; 二是个体由

过去被动的国家保护对象转变为现在更加自主的市场选择主体 , 对于个体身份的衡量标准也由

过去简单化的阶级出身标签转变为现在的后天能力比较。因此素质话语虽然具有西方学者所批

评的“将焦点放在克服个体的弱点而不是根本的结构性不平等上”的缺点 ,⑤但是由于素质本身

与后天的学习和能力相联系 , 是动态的、可以改变的 , 因而它至少打破了改革前那种以出身论

英雄的身份话语 , 从而赋予个体明确的奋斗方向与更大的选择余地和空间 , 这一点对于经历了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一切的封闭社会的中国人来说 , 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 , 新的国家话语中之所以突出强调了妇女权益的维护和保障 , 就是因为从 80年代

开始逐渐凸现了一些妇女权益受损的问题。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和就业压力的增大 ,越来越多

价 , 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记忆中更强调女性依旧被支配的一面还是具有解放幻象的一面。
①　佟新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分析》, 第 77页。
②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为夺取改革攻坚阶段的胜利建功立业———在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
作报告》, 1988 年 9 月 1 日 , http :/ / www. women. org. cn/ zhongyaowenxian/ fudaihuiwenjian/ di6jie/

gongzuobaogao. htm , 2008年 10月 2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1992 年 4 月 3 日 , http :/ / www. women. org. cn/ zhengcefagui/

quanguo/ 1992204203. htm , 2008年 10月 2日。
④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1995—2000 年)》, 1995 年 8 月 1 日 , http :/ / www. women. org. cn/ allnews/

120201/ 4. html , 2008年 10月 2日。
⑤　杰华 :《都市里的农家女 : 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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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遭遇下岗、失业 , 而妇女往往首当其冲 , 她们越来越多地被逐出正规就业市场 , 成为劳动

力市场的边缘人。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 , 劳动分工也呈现出一种“性别分工成极化”的现

象 ,①两性之间的职业分隔日益严重 , 男性在利益调整过程中处在等级制的优势地位 , 而妇女劳

动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被逐渐边缘化 , 导致“贫困的女性化”。还有女童的辍学、色情

行业的重新抬头、拐卖妇女现象的出现、“包二奶”在一些权势群体中的流行等等 , 无论在就

业、教育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妇女受歧视、受侵害的现象 , 男女两性

之间的分化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②因此维权成为改革后国家动员妇女走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内容 , 妇联甚至将“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定为自己的工作方针。

然而从制度和法规的层面上看 ,这种强调“赋权”意识的平等理念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Wsm

在谈到性别平等的现状时指出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在性别政策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她

用“惊心动魄”一词来描述 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末、90年代以及 21世纪初各个不同阶段妇

联与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在“妇女回家”、“阶段性就业”问题上的正面交锋。其中最惊险的一次

是 2001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将“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 , 发展弹性就业形式”写入了十五纲要草

案的建议稿 , 很快就要登报。妇联对此做出了坚决的抵制 , 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将妇女阶段性就业写进政策法规条例 , 出台这样的政策将在国际上塑造非常坏的榜样 ; 同时这

个政策的结果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妇女回家 , 导致这么多年以来的性别平等努力都白费了 , 是

一个大倒退。解决就业问题决不能以牺牲妇女的劳动权利为代价。③国家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面临

严峻的就业压力时对妇女就业态度的左右摇摆 , 表明它受到了市场话语的极大影响和冲击。

3. 市场话语

市场话语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出现的 , 其核心就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素质

和能力说 , 即假设市场可以给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 , 素质高、有能力的

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发展。这种话语承认两性之间差异与特性的存在 , 并认

为正是这些差异和特性决定了男人和女人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 , 从而在社会上面临不同的遭

遇和境况。改革后国家倡导的素质话语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市场话语 , 素质不同于人在生物学

意义上的优质与否 , 它是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和努力获得的 , 所以按照这种话语模式 , 妇女的发

展不是一个改变她们生理特征的问题 , 而是一个改造她们适应主流社会的竞争问题。在这一点

上 , 市场话语与新的国家话语是完全一致的 , 就是都没有将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不平等作为它

们考虑的因素 , 而只将焦点放在女性个体的现代性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而有关现代性所需要

的合格素质的界定与评判 , 则完全由男权文化主导的市场需求来决定 , 因而改革前的国家平等

话语在不知不觉之间失去了存在的依托。

在媒体、学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关于“妇女回家”的一波又一波的争论中 , 支持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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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一虹对苏南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发现 , 性别分工实际上是随着经济形势而不断调整与变化的 , 但不

管如何调整 , 其潜规则就是男性“始终保持优先权和主动权”。劳动分工的性别划分表现出很大的弹

性 , 当新的产业和职业出现时 , 两性劳动力就会重新配置 , 原有的性别边界变得模糊。随着利益分化

的加深 , 性别边界再次明晰 , 新的划分格局重新出现。这是一个“性别分工成极化”的过程 , 就是在

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中 , 男性始终处于劳动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参见金一虹 :《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

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00年 , 第 109—110页。

参见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

研究论丛》2001年第 5期。

Wsm访谈记录 , 2006年 5月 26日。



无非出于两点 : 一是从社会的角度看 , 妇女回家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 保证公平的社会竞争秩序 ,

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 二是从家庭的角度看 , 妇女回家就是保持两性的自然分工 , 它在经济上

是最高效的 , 同时还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与教育。反对方的理由则通常出于以下几点 : 一是从现

实的结果看 , 让妇女回家或阶段性就业 , 就等于剥夺了妇女的劳动和就业权利 , 会导致女性在

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下降与边缘化 ; 二是从社会的角度看 , 这种手段最终并不能真正解决就业

压力问题。可以看出 , 前者将妇女与低素质、低效率天然联系在一起 , 并且以家庭和社会的利

益替代女性个体的利益 , 完全忽略了女性作为主体的需求 ; 而后者的批判虽然将女性的个体利

益与家庭、社会的利益区分开来 , 看到了女性的主体需求 , 但并没有对妇女与低素质、低效率

之间的画等号提出异议。而这正是市场话语的男性中心主义核心所在。

与市场话语相关的另一个含义 , 就是消费文化中的性别取向。市场原则以承认分工和差异

为前提 , 传统的性别话语在此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与改革前相比 , 这一时期男女之间性别

分工和差异的“自然化”得到了空前的强调 , 女性的身体、外貌和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 , 被视为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效率和机会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资源 , 这样就使得女性的

商品化和身体化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在这一点上 , 市场话语又完全吸收了传统话语所推崇的性

别角色规范 , 并将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推向极端 , 只是用现代的时尚话语包装起来。由此女性

的素质话语被分割为两个方面 : 一个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 , 另一个是基于两性

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符号。其中第一个方面与现代性的追求相联系 , 获得了国

家话语的强力动员和支持 ; 第二个方面借着传统性别话语的助力 , 也很快在全球化的消费时尚

中获得公众包括女性自身的认可。概括起来说 , 有了素质话语的第一方面 , 才有所谓“干得

好”; 有了第二方面 , 才有所谓“嫁得好”。

事实上 , 改革后女性境况的一个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 就是“干得好”与“嫁得好”之间的

关系问题。200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表

明 , 那种改头换面的传统性别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社会成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 例如

对“男人以社会为主 , 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 , 有 5319 %的男性和 5014 %的女

性表示赞同。而对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 , 有 3411 %的人表示赞同 ,

其中女性支持该观点的比例甚至高于男性 711 个百分点 , 达 3713 %。①市场话语的两个方面构

成了女性个体选择的两条基本主线。而之所以会存在两条主线之间的对比 , 其实引出了改革后

“干得好”与“嫁得好”关系含义的另一个角度———就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角度。首先从社

会结构的角度看 , 女性不具备与男性同等的“干得好”的机会 , 由于市场本身并没有提供真正

公平的两性竞争平台 , 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能力竞争在女性这里受到更多的挫折 , 使得女性想

要“干得好”会比男性遭遇更多的艰难 ; 其次从文化规范的角度看 ,“干得好”的女性不一定能

“嫁得好”, 甚至常常必须付出嫁不出去的代价 , 而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

费在市场上备受推崇 , 这种消费符号往往将女性带回到以“嫁得好”为目标取向的传统话语中。

因此“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改革后的女性———包括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的一个流

行语 , 同时在媒体和网络上也成为一个热门的争论话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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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

论丛》2001年第 5期。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念的流行和争论 , 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 , 就是将两种素质话语对立或者分

离开来 , 视其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然而在我的访谈对象中 , 许多 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却表现出对

两种素质话语的同时接受和熟练运用。在她们看来 , 干得好与嫁得好并不矛盾 , 关键在于实现自己的



表面上看 , 素质话语的两个方面为女性的生存提供了更广阔的机会和空间。然而两种素质

话语在市场上并非是同等有效的。对女性身体、外貌和角色的过分追捧很大程度上将女性引为

被动的消费对象。这种夸大两性间的自然差异 , 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的消费时尚 ,

将素质话语简化成了身体的市场价位 , 在这一点上 , 传统文化与市场之间结成了统一联盟 , 共

同营造了一个性别主义 (sexist) 的商业话语世界。此外与女性身体相关的美丽产业、性产业的

蓬勃兴起 , 以及越来越多“全职太太”和“二奶”的出现 , 至少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环境下 ,

两种素质话语的获得对女性来说机会是不均等的 , 通过女性的身体和角色资源显然比通过她作

为个体的能力资源更容易使女性踏入市场并获得高价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 具有很高的

个体能力素质、以“干得好”著称的“女强人”反而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贬义的称呼。

事实上 , 网络和校园中流行的最为经典的说法是把知识学历高、独立性强的女博士说成是

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是“性价比太低”的“灭绝师太”, 并且在婚姻市场上成为无

人问津的“老大难”。近几年在网络和电视上众多关于女博士和“第三种人”的讨论中 , 主题往

往集中在对女博士的“正名”上 , 有的是女博士现身说法 , 有的是讨论者义正词严 , 焦点就在

于消除人们对于女博士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女人的“误解”, 证明她们并没有因为读了博士就丧

失了女人的天性 , 她们也会做家务、也美丽温柔可爱、也期待爱情。而对这种所谓“误解”或

者“成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性别话语 , 则少有人提出质疑。①这表明即使对于“女强人”、女博

士这样的成功女性来说 , 她们作为女人的传统身份与品质也远比她们作为独立的成功者的身份

更为重要、更为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关注。也就是说 , 素质话语的第一方面永远无法替代素质话

语的第二方面在女性评价市场上的特殊意义。在性别问题上 , 市场话语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结

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怪胎。

三、从国家主导到市场导向 : 性别话语的转型特征

依照上文分析 , 从改革开放前 30年到后 30年 , 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 :

从国家主导的话语模型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话语模型。但是这种转变并不能简单地归约于从国家

话语向市场话语的变迁 , 因为传统话语在两个时代都充当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 而且国家话语本

身在市场化时代也不是彻底消隐 , 只是在叙述的内容和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复杂性造就了

两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性别话语模型。

　　改革前的性别话语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溜溜球”模型 ,构成这个模型的要素是国家话语和

主体选择。一个优秀的女人就应该是“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去实现她自己的想法”, 而所谓优秀的女人

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 然后还要有工作能力的 , 无论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家里都能完成你的社会

角色”。(Clh访谈记录 , 2006年 7月 11日) 市场话语在这些女性眼里担当着更多积极的、正面的角

色 , 因为她们更看重的是自主选择的自由 , 而这种选择的平台只有市场才能提供。

①　“女博士现象五人谈”是迄今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从社会性别结构角度对女博士现象进行分析和解读的

例子 :“女人的知识层次越高 , 她们对信息的接收贮备能力越强 , 自己的独立价值体系就越不可摧 , 同

时她的选择就越多。面对这样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群体 , 男人采取封杀的态度来确保自己在知识经济时

代的中心位置 , 把女博士列为第三性⋯⋯当今社会要求女人有较高的素质 , 有一定的自由和人格的独

立 , 但前提是女人不能走得太远 , 不能威胁到男人的权威地位 , 只能在男人能容忍的范围内行使自己

的权利⋯⋯如果说以前套在女人头上的枷锁是钢的 , 那么现在被换成弹性的了。”参见金一虹 :《女博

士现象五人谈》, 2003 年 11 月 14 日 , http :/ / women. sohu. com/ 92/ 82/ article215598292. shtml , 2008

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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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话语 , 它们分别处于一个弹簧的两端 , 其中国家话语就是处在操纵地位的手 , 传统话语则

是被吊在弹簧末段的溜溜球 (见图 1) 。一方面 , 国家话语总体上对传统话语采取排斥的态度 ,

通过拍打来决定传统话语的升降反应 , 即便反弹回来 , 也被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心 , 从而树立

自己的权威 , 让传统话语按照自己的路径改头换面。另一方面 , 传统话语这个溜溜球又具有很

坚韧的生命力 , 尤其是一旦碰到现实的地面 , 其反弹力非常高 , 甚至可以摆脱国家话语的控制

高度而显示出自己的威力。因此在这个模型中 , 国家话语只通过一种弹性的力量操纵着传统话

语 , 该收的时候收 , 该放的时候放 , 这种基于国家意愿的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因此受到很大的

局限。而传统话语在公共政治领域虽然受到了国家话语的打击 , 但却在现实生活中被预留了极

大的生存空间。这两种话语力量之间并非只是直接正面的、硬性的交锋 , 很多时候彼此之间存

在着软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最主要特征是作为主体的女性自身被淹没在两种力量的交锋

与交融之中 , 往往顾此失彼 , 失去选择的自由。

图 1　“溜溜球”模型 图 2　三圆交叠模型

　　改革后的性别话语除了国家话语和传统话语之外 , 新加入了市场话语这个主宰性的要素 ,

其结构更复杂 , 可归纳为“三圆交叠模型”, 其中每一个圆代表一种话语要素 , 彼此相交、环环

相扣 , 构成一种动态的牵制与合作 (见图 2) 。市场话语作为核心动力 , 引领着整个模型的行进

方向 , 国家话语与传统话语则成为它有力的左膀右臂。一方面国家倡导的素质话语、“四自精

神”恰好呼应了市场话语对个体能力素质的强调 ; 另一方面传统话语中所宣扬的性别文化规范

又恰恰与市场话语对女性身体和角色资源的强调相一致。从国家话语的立场看 , 虽然打出了

“一手抓发展 , 一手抓维权”的口号 , 但当女性发展受挫时 , 它提出了与市场话语同出一辙的素

质能力说加以解释或开脱 ; 当女性维权出现困难时 , 它又常常搬出传统话语所推崇的“男外女

内”之类的规范将问题消解。从这个意义上说 , 改革后的国家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并服从于

市场话语。这一时代的传统话语也以市场话语的合作者出现 , 被包装成更正面的角色 , 成为新

消费时尚的一部分。因此改革后的性别话语带有很强的“去政治化”特点 , 总体上从原来的

“泛政治化”色彩转变为现在的“泛市场化”倾向。处在这个时代的女性面临着众多的选择机会

和自由 , 但也同时使其迷失了选择的方向 , 在平等与发展、独立与安乐的困惑中陷入两难。

市场化带来的最直接影响 , 就是不同阶层权力和地位的重新洗牌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

女性作为弱势群体 ,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遭到了被市场边缘化的命运 , 大批工作女性遭遇下岗、

失业 , 女大学生面临找工作难。许多女性转而从事与身体、外貌相关的职业 , 媒体中充斥着大

量以女性为消费对象的广告和活动。市场话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 一方面强调以个体素

质为基础的现代能力竞争 ; 另一方面又强调女性的自然化、身体化的重要性 , 强调并夸大传统

的两性生理与角色差异 , 并以之作为市场竞争中个体素质的另一个方面的要素。因此市场与传

统文化的结合成为这一时代性别话语的一大特征。“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重新流行 , 甚至有知

名的大学教授和学者也在公开鼓吹“回归家庭、学习生活”, 认为“曾经推行的所谓的男女平等

破坏了中国家庭的角色分工 , 给中国家庭造成很多混乱”, 因为它“误导了双方的心理”,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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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庭的效率 , 破坏了社会既定的秩序。“男女平等对女性应该是这样一个原则 : 上不封顶下不

保底。一个女性 , 她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做总理 , 那她就应该做 , 社会上不应该有歧视 , 说她

是一个女性所以她做不了。不应该有一种意识形态来阻止她攀升到任何一个高度。但同时我主

张下不保底。如果在一个市场的竞争当中 , 你没有找到一份工作 , 社会不是像我们改革开放之

前那样 , 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份工作。社会给你的是权利 , 不是给你一份工作。”①

这里我们看到了典型的市场话语的两个方面 : 其一是对市场原则的迷信所导致的对素质话

语的无条件坚持 , 即相信在市场环境下 , 只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质 , 无论男女都可以找到自

己的工作和机会。这与新的国家话语的叙述方式如出一辙。然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假设 ,

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给两性带来的不同机遇 , 因此仅凭着“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的原则是无法实现平等的。其二是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坚持 , 假设“男外女内”无论对社会

还是家庭都是最有效率的 , 按照这个逻辑 , 女性应该重新回归家庭 , 承担起相夫教子的光荣任

务。而这种叙述无论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时尚的角度来看都还很有市场。

但是 , 这种市场导向的性别话语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传统话语的回归。②事实上 , 转型后

的性别话语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 从这里既可以看到对国家话语所强调的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的坚持 , 又可以看到对市场话语所强调的个体素质能力和独立精神的推崇 , 同时还渗透着

对传统话语所要求的男女两性角色和文化规范的主动或被动遵守。而在这个多样化的选择过程

中 , 市场化带给女性的最大影响 , 就是从改革前那种被动地跟随国家主导的男女平等话语 , 转

变成改革后那种主动地利用市场主导的三种话语之间的牵制与合作 , 来最大限度地寻找自己可

得的资源 , 应对这个风险时代作为女性可能遭遇的各种不利境况。③因此性别话语在当今中国不

再表现为一种由国家建构的、在实践中打了折扣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神话 , ④而是表现为一

种在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的诉求中利用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各方力量平衡做出主体选择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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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郑也夫 :《回归家庭 , 学习生活———2004年 11月 7日在中华女子学院的演讲》, 2005年 3月 11日 , ht2
tp :/ / bbs. sachina. pku. edu. cn/ thread230032121. html , 2008年 10月 2日。

在访谈中 , 当问到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看法时 , 大多数女性被访者持赞成态度。但当问到“如果条

件允许是否愿意回家当全职太太”的问题时 , 却少有女性赞同。一位在城里打工的女孩结婚生完孩子

18个月后 , 实在不堪忍受家里的压抑 , 不顾婆婆和丈夫的反对重新出来找工作。她感慨地说 :“我飞出

来的时候 , 我一旦离开那个笼子的时候 , 我发觉我再也不能适应回到那个笼子里去。我觉得我应该适

应现代女性的一种生活。”她将现代女性的生活描绘成“金钱自由 , 心灵自由”, 就是在经济上独立、

在精神上有自己的空间 (Zyf 访谈记录 , 2006年 9月 10日) 。另一位曾在外企工作的女性生了双胞胎

后回家当全职太太 , 整体感受是不上班的压力挺大。访谈中她虽然很骄傲于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贡献 ,

乐道于自己的育子教子良方 , 但却一直在抱怨国家与社会对家庭主妇和母亲这个职业的歧视及不认可 ,

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话女的还是应该自己有点空间” (L h访谈记录 , 2006年 6月 7日)。然而如今年

过四旬的她已鲜有机会重返职场。这些叙述体现出市场导向的性别话语对女性的矛盾性影响。

访谈中最深刻的体会是 , 不同阶层和年龄的女性普遍存在着一种危机意识 , 怕有朝一日工作不保、或

者混不下去、或者家庭出现什么变故 , 而她们采纳的应对策略 , 也因对不同性别话语的熟悉和把握程

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年轻女性更能自如地适应市场话语的套路 , 而年长的女性则更加依赖于国家话

语 , 因此她们对待传统话语的态度上往往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分歧和一致 , 在性别认同上常常表现出

左右摇摆的姿态。

访谈中最出人意料的感受是 , 许多生长于改革后的年轻女性根本不关心平等与否 , 但对个体生活的自

主性选择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她们通常不会让性别成为改变境遇的绊脚石 , 而是努力让它成为走进市

场的可利用资源。而生长于改革前的女性对平等更加敏感 , 常常抱怨自己的性别身份在现今已经成为

实现独立意识的障碍。这表明市场话语在不同代人身上进入的程度有所差异、造成的影响也有所差别。



打细算的应对策略。

四、初步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前 30年和后 30年国家有关政策文本与媒体性别讨论的考察 , 依据不同

处境下的女性口述访谈资料与相关性别问题的思考和分析 , 探讨了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基

本形态和转型特征 , 可以得出的几点初步结论是 :

1. 从改革前 30年到后 30年 , 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构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

不是简单地从一种国家话语转变为一种市场话语 , 而是由一种国家主导的“泛政治化”性别话

语转变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泛市场化”性别话语。

2. 改革前的性别话语可以归纳为一种“溜溜球”模型 , 构成这个模型的要素是国家话语和

传统话语 , 它们分处弹簧的两端 , 通过排斥与反弹确立国家话语的权威控制地位 , 并决定传统

话语的预留空间。这种基于国家意愿的男女平等虽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实践效果 , 但局限于两性

的义务平等而忽视了妇女的主体需求 , 使得女性虽有半边天的名号 , 却在现实的双重负累中失

去选择的自由。

3. 改革后的性别话语可以归纳为一种“三圆交叠模型”, 其构成要素除了国家话语和传统

话语之外 , 还有处在核心地位的市场话语。三者之间彼此相交、环环相扣 , 构成一种动态的牵

制与合作。其中市场话语主宰整个社会的性别话语导向 , 国家话语很大程度上依赖和服从于市

场话语 , 市场话语又从传统话语那里寻找支持。面对三种话语交叠的复杂状态 , 女性有了众多

的选择机会和自由 , 但也常常在相互矛盾的性别话语中迷失了方向。

4. 市场化时代的性别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素质话语 , 它可以分割为两个方面 : 一个是基于个

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 , 另一个是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符号。其

中第一个方面获得了国家素质话语的强力动员和支持 , 第二个方面获得了传统性别话语的助力

而成为消费时尚的一部分。概括起来说 , 市场话语的核心就是女性“干得好”与“嫁得好”之

间的选择关系。

5. 市场化一方面改变了国家话语的叙述内容和方式 ,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话语与传统话

语的结盟。这种市场原则与性别主义兼顾的话语 , 是这一时代性别话语的主要特征。它不再表

现为一种由国家建构的、在实践中打了折扣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神话 , 而是表现为一种在

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的诉求中利用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各方力量平衡做出主体选择的精打细

算的应对策略。

有关性别话语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 还有很多未竟的话题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比如

性别话语在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 它的转型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究竟带来

怎样的影响 ? 不同阶层、代际和权力状态的女性和男性从这种转变中收获了什么、丢失了什么 ?

面对这种转变他们采取了什么应对策略、让自己摆脱生存的风险和认同的危机 ? 平等与发展在

新的性别话语模型中是否有共存的可能 ? 等等。期待本文的提问和阐述能引发同行学者们更多

的睿智和讨论。

〔责任编辑 : 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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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ion of the new PCA will certainly be a difficult and lengthy process. Within the EU , the new

PCA involves several different kinds of t reaty2making competences , functions and procedures. In

substantive terms , p rovisions on matters such as market access , t ransparency , intellectual p roper2
ty right s , Chinaπs f ull market economy status , t he lif ting of the embargo on arms sales and high2
tech t rade , democracy , human right s , rule of law , good governance and disp ute settlement will

inevitably be hotly debated core issues in the negotiations. Nevertheless , we believe that both

sides will st rive to lay down a systematic , stable and lasting basis in t reaty law for a comprehensive

EU2China st 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spirit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and setting aside differ2
ences , mutual respect , t rust and benefit , and talks held on an equal footing.

(9) Trade and Moral ity : A Legal Analysis of Sino2US Disputes on Cultural Products

Peng Yue·136·

The disp utes between China and t he U nited States on cultural p roduct s can be t raced back

many years. The U S contends t hat t he relevant measures taken by China have violated Chinaπs

obligations under t he W TO agreement , while China has t urned to t he protection of “p ublic mor2
als" to defend it self . The protection of “p ublic morals" is one of t he cases justified by t he general

exception clause under the W TO. However , measures in the name of p rotecting “p ublic morals"

are subject to st rict limit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ir “nat ure" and“application ,"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China to resort to the exclusion clause of “p ublic morals. " Despite t he fact that t he way China

manages it s cultural p roduct s may possibly be subject to W TO rest rictions , China still has t he

power to determine t he substance of “p ublic morals. "

(10) Research Ethics in Social Surveys in China :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H uang Yi ng y i ng and Pan S ui mi n g ·149·

Social surveys must be conducted within t he f ramework of research et hics , a subject to

which China has not given due emp hasis. The basic p 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ly established re2
search et hics are respect , beneficence and fairness. While most literat ure in China and abroad

deals with et hics merely f rom t he perspective of moral right s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hould go

f urther to understand t he positive role played by observance of research ethics in the improvement

of survey quality f rom t he viewpoint of met hodology.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et hics is rooted

in t he idea of “interaction ," “exchange" and“subjective const ruction" in social surveys. It is nec2
essary for every social survey wit h human subject s to follow t he t hree f undamental p rinciples of

research et hics : informed consent , equality and respect , and non2maleficence and benefit . Moreo2
ver , t hose who conduct t he surveys are supposed to genuinely p ut t hemselves in t he place of t he

respondent s and t reat t hem wit hout p rejudice. Adhering to these et hics is conducive to p romoting

survey interaction and improving survey quality. The observance of research ethics is a si ne qua

non for every social survey.

(11)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ization

W u X i aoy i n g ·163·

The state , t he market and t raditional cult ure are t he t hree f undamental component s of g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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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discourse. The six decades of PRC history with reform and opening2up as a dividing line have

witnessed a st riking t ransformation of gender discourse in Chinese society , namely , t ransforma2
tion f rom a state2dominated discourse pattern to a market2oriented one. Marketization has , on t he

one hand , changed the narrative means and content s of state discourse , and on t he ot her , resul2
ted in an alliance between market discourse and t raditional discourse. Being essentially a quality2
based discourse , t ransformed gender discourse is no longer manifested as an equality myt h t hat is

const ructed by t he state but discounted in reality , but rat her as a reactive tactic involving t he cal2
culated use of t he power balance among the state , t he market and t raditional cult ure to make sub2
jective choices in the p ursuit of modernity and individual f reedom.

(12) Three Decades of Prose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Chen J i anhui and S i m a X i aow en·177·

Research on prose in t he New Era (since Chinaπs reform and opening2up) has had a history of

t hirty years. For various reasons , it has invariably been looked down on and blamed. This article

offers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 he last t hirty years of p rose re2
search in terms of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 research on special topics , and the const ruction of t he

history and t heory of p rose , and explores t he reasons why such research has been slighted for so

long. To make research into p rose in t he new cent ury deeper and broader , we must exert our2
selves in t hree areas : fir st , we must adopt a modern vision of p rose criticism ; second , we must

“adapt Western theories to Chinese context s" and “sinicize p rose writing and research" ; and

t hird , we must change our research met hods and way of t hinking. These t hree point s not only of2
fer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 he field of

p rose , but also have met 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p rose research.

(13) The Styl istic Signif icance of Literary Anthologies of the Song Dynasty W u Cheng x ue·190·

The Song literary ant hology is a specific and p recise expression of Song concept s of writing

styles and literat ure. From t he point of view of t he derivation and evolution of old and new writ2
ing styles , t he emergence , naming ,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in t 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inds a concent rated reflection in t he compilation of Song literary an2
t hologies , a p henomenon t hat also shows the marginalization , evolution , develop ment and chan2
ging connotations of some styl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lassical literat ure ," the compilation

of Song literary ant hologies shows t he Song focus on t he direct p rose style , t hough parallel p rose

and descriptive poetic p rose are not completely excluded. Faced wit h the two t raditions of classi2
cal literat ure 2 t hat of t he Qin and Han on t he one hand and the Tang and Song on t he other 2 t he

Song accorded great importance to t he lat ter , and especially to writings of their own era , showing

t heir confidenc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 ure and t he value they placed on practical writing. The

practice of separating out non2Conf ucian p hilosop hy (子部) and history , including geograp hy (史
部) , and incorporating bot h into literary ant hologies shows a significant reclassification of writing

styles ; it also widens t he sp here of stylistics and literary classics. In terms of rules of compila2
tion , Song literary ant hologies were generally compiled in order of writing styles , writers , types ,

and skills. Those ordered by writing style follow but develop t he pat tern of Crow n Pri nce Zha2
omi ngπs A nalecta ; t hose ordered by type are based on different f unctions of writings. Bot h reflect

Song ideas of p racticality in writ ten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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